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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我国生育水平降低， 城镇地区独生子女家庭逐渐成为主流， 面临较大的

独生子女死亡风险。 “七普” 数据的公布为探究我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提供了更

全面的数据资料， 基于 “四普” 至 “七普” 数据， 汇总不同子女数量的妇女规模， 利

用年龄移算的方法测算得到 ２０２０ 年已经退出育龄期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结果显

示， 当前 ５０ 岁及以上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约为 ２８８. ８ 万人， 其中 ５０—５９ 岁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达到 １９１. ９ 万人， 占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的 ６６. ４％； “六

普” 数据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与 “七普” 数据缺乏一致性， 基于 “六普” 数据到

“七普” 数据的打靶预测结果表明， “七普” 数据可能高估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

模； 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 生育进度的推迟， 未来妇女独生子女死亡风险提高， 死亡

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快速增长趋势将保持稳定。 基于此， 建议一方面加速构建生育支持

体系， 避免长期生育率低迷问题； 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

度， 多部门协调扩大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扶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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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背景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党中央发表 《关于

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

子。 受到政策的影响， 许多家庭选择只生育一个子女。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深入， 独生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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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家庭逐渐成为城镇地区主流家庭。 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考察家庭规模， １９８２ 年全国

平均家庭规模为 ４. ４ 人， ２０００ 年则降至 ３. ４ 人， ２０１０ 年降至 ３. １ 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 “七普”， “四普”、 “五普”、 “六普” 简称同此） 主要数据公报显示， 目前平均

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２. ６ 人， 降至 ３ 人以下， 家庭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

施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与生育观念， 并进一步带来人口规模与家庭结构的重大转折。
即便目前生育政策不断放开， 生育支持政策不断落地， 但生育水平短时间内难以回升的局面

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历史积累的独生子女家庭仍然较为普遍。 尽管计划生育 “控制

人口数量” 的主要目标已经完成， 但规模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独生子女死亡的风

险和隐患并未降低。 独生子女死亡对独生子女父母造成沉重的精神打击， 死亡独生子女家庭

的子女养老功能丧失， 随着死亡独生子女父母年龄增长， 他们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凸显。
准确判断死亡独生子女群体规模及变动趋势是应对该问题的必要条件， 但目前鲜有针对

这一群体的宏观统计数据， 有关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的研究较为匮乏。 以往研究结果显示，
２００６ 年独生子女死亡、 母亲年满 ４９ 岁、 现无存活子女的家庭数为 ３７. ５ 万［１］。 王广州等以

“四普” 数据为基础， 通过孩次递进预测的方法， 测算出 ２００７ 年 ４９ 岁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

亲规模在 ３０ 万人左右， ２０２０ 年增至约 ８０ 万人［２］。 周伟和米红利用 １９８２ 年以来历次人口普

查数据， 测算出 ２０１０ 年 ４９ 岁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约为 ４０ 万人， ２０２０ 年增至约 ６０ 万

人［３］。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的研究成果大多基于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或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 距

今时间较长， 并且受限于问题敏感性较高， 数据收集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 以上种种原因造

成不同学者不同时期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
尽管不同学者研究结论略有不同， 但总体上对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描述以及对其未

来变化趋势的预测具有一致性， 其规模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大约每五年增长 １０ 万—２０ 万

人。 然而， 基于 “七普” 数据测算得到的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显示， ２０２０ 年 ５０—
６４ 岁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数达到 ２５４. ５ 万①， 这一结果远高于此前学者对于死亡独生子

女母亲规模的测算。 比较 “六普” 数据中相同队列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 ２０１０ 年

４０—５４ 岁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数为 ４３. ７ 万②， 十年时间相同队列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激增六倍之多。 表面上看， 从 “六普” 到 “七普” 十年的变化过程中， 死亡独生

子女母亲规模的变化趋势发生改变， 增长速度大幅度提升。 针对这一结果， 一方面需要进一

步核实数据的真实性、 可靠性， 深入探讨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是否有可能增长如此之多以

及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真实水平； 另一方面需要在可靠数据的基础上， 分析死亡独

生子女母亲规模激增的根本原因， 尝试探讨为何基于几次人口普查数据， 特别是从 “六普”
到 “七普” 数据对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判断存在显著差异。

　 　 二、 数据与方法

１．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概念界定

对于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的界定涵盖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时间维度， 第二个维度是目

·０３·

①
②

该结果为作者基于 “七普” 微观数据汇总测算。
该结果为作者基于 “六普” 微观数据汇总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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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人群维度。 前者是从年龄对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进行区分， 存在 “曾经失独” 与 “终身失

独” 两类状态。 “曾经失独” 是指育龄期内失去独生子女的母亲， 理论上这些母亲存在再生

育的可能性。 而当死亡独生子女母亲退出育龄期， “曾经失独” 则演变为 “终身失独”， 此

时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基本上不存在再生育的可能性， 其子女存活状态不再改变。 而后者则是

明确什么状态的 “无子女” 群体属于独生子女死亡。 按照定义严格界定， 只有 “独生子女”
死亡才能被纳入讨论， 然而在现实研究中， 部分地区在执行针对死亡独生子女父母的计划生

育特别扶助制度时， 对 “独生子女” 死亡的概念进行扩展， 调整为无违反计划生育的历史，
也就涵盖了曾生育多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 但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４］。 若简单以只生

育一个孩子但当前无存活子女的妇女规模作为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特

殊情况下多孩生育但当前无子女的群体， 从而会低估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受到计划生育

政策规定的复杂性、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数据的可获得性等方面的影响， 难以严格按照以

“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 而当前无子女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
基于此， 本研究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是指 ４９ 岁以上退出育龄期的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 这个定义包含生育多个子女而当前无子女的情况， 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严格定义下的死

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按照王广州的研究， 以 “曾生子女现无子女” 妇女代替 “曾生一孩

现无子女” 妇女， 前者对后者的高估大约在 ３０％，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差距逐步缩小［５］。
以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代表死亡独生子女母亲， 其代表性逐步增强， 可看作存在 “无
子女” 困境妇女规模的上限。 与此同时， 探究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目的在于了解情况，
为解决问题提供数据支持， 而对于那些生育行为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但当前也无子女的妇女

群体， 她们所面临的诸如老年照料等问题， 与严格定义下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并无差异， 因

此从覆盖范围更广的口径来考察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更有助于了解问题的严峻形势， 制

定更切合实际情况的扶助政策。
２．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测算方法

影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因素包含两方面， 一方面来源于妇女的影响， 包括妇女死

亡水平以及独生子女母亲①规模大小， 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子女的死亡水平。 其中， 妇女死亡

水平越高， 存量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减小的速度越快， 而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越大、 子女死

亡水平越高，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存量和增量规模越大。 不同因素影响方向相反， 需分别分析

其对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测算的具体影响， 各变量对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变化的影响及

其作用方向见图 １。
（１）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变化的影响。 从图 １ 可以看到，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的死亡

水平影响其存活规模。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存量 （Ｆ ｔ＋１） 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表达式进行简单

地分解：
Ｆ ｔ ＋１ ＝ Ｆ ｔ － Ｆ ｔ × ｄｆ ＋ Ｃ ｔ × ｄｃ （１）

　 　 其中， Ｆ ｔ 为 ｔ 年时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存量， ｄｆ 为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死亡率， Ｃ ｔ 为 ｔ 年时

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ｄｃ 为独生子女的死亡率。

·１３·
① 或称作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妇女、 一孩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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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影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因素

目前普遍认为， 死亡独生子女群体因曾经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 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济

困境， 死亡水平比同队列非死亡独生子女群体更高， 但是对于其死亡水平究竟有多高， 目前

相关研究很少。 大部分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测算研究主要从独生子女母亲及其子女入手， 通

过分析母亲的递进生育水平和子女的死亡水平来测算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而对于进入死

亡独生子女群体后妇女的死亡水平及其对规模的影响则较少讨论， 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尚未

有权威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生命表。 本研究重点探讨进入 “终身失独” 状态妇女的变化过

程， 判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死亡模式的特殊性是其关键。
比较 “六普” 数据与 “七普” 数据中相同队列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 ２０１０ 年

５０—５４ 岁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年队列）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为 １１. ６３ 万人， ２０２０ 年 ６０—
６４ 岁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年队列）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增至 ６２. ５５ 万人， “七普” 数据中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大幅度增长 （见表 １）。 若认定这一结果准确， 那么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 死亡水平变化并非影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关键因素， 因其目前整体规模较

小， 所以即便存在较高或较低的死亡水平， 并不会导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存量的大幅度变

化。 相反， 相同队列中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Ｃ ｔ） 远超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Ｆ ｔ）， 因子女

死亡 （ｄｃ） 而进入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妇女规模 （Ｃ ｔ ×ｄｃ） 大于因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死亡

（ｄｆ） 而退出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妇女规模 （Ｆ ｔ ×ｄｆ）， 致使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Ｆ ｔ＋１）
增加。 因此， 本研究在设定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死亡水平时， 按照总体女性死亡水平

来编制生命表， 计算其存活概率， 在测算过程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的

死亡水平， 从而高估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存量规模。
（２） 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变化的影响。 独生子女规模同样对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产生

影响。 独生子女规模越大， 意味着面临 “无子女” 风险的妇女规模越大， 相同死亡水平条

件下， 独生子女规模增加必然导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增加。 独生子女与其母亲一一对

应， 考察独生子女规模也即可以考察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基于历次人口普查中的独生子女母

亲规模分析其变化趋势 （见表 ２）， 从整体规模来看，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 １５—４９ 岁只生育一个孩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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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六普”、 “七普” 相同队列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与妇女总量比较 万人，％

队列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曾生子女

无子女” 妇女
妇女总量 占比

“曾生子女

无子女” 妇女
妇女总量 占比

１９５６ ３. ７０ ８６８. １８ ０. ４３ １３. ４７ ８００. ７２ １. ６８
１９５７ ２. ８５ ９２７. ３８ ０. ３１ １５. ４１ ８５４. ５１ １. ８０
１９５８ １. ８０ ８５０. １０ ０. ２１ １４. ６９ ７５４. ６５ １. ９５
１９５９ １. ４８ ６２６. ７４ ０. ２４ ９. ４９ ６０２. ４２ １. ５８
１９６０ １. ８０ ７２９. ０７ ０. ２５ ９. ４９ ６３２. ７２ １. ５０
１９６１ １. ０６ ５６６. ２８ ０. １９ ８. ３７ ５４１. ４０ １. ５５
１９６２ ２. ７５ １００５. ９２ ０. ２７ １７. １４ ９５７. ４２ １. ７９
１９６３ ３. ４９ １３４１. ２２ ０. ２６ ２１. ２２ １３０６. ９３ １. ６２
１９６４ ３. ８１ １１９１. ５４ ０. ３２ １９. ４９ １１２７. ９６ １. ７３
１９６５ ４. ６５ １２１０. ８９ ０. ３８ １９. ９０ １１５０. ７４ １. ７３

　 　 资料来源： “六普” 微观数据、 “七普” 微观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实验室。
注： １９５６ 队列指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出生人口， 以下各队列类似。

表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分孩次育龄妇女情况 万人

年龄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妇女
无孩

妇女

一孩

妇女
妇女

无孩

妇女

一孩

妇女
妇女

无孩

妇女

一孩

妇女
妇女

无孩

妇女

一孩

妇女

１５—２４ １２００４ ９３９２ １９８０ ９４９７ ８２２３ １１６２ １０７６６ ９３３１ １２５３ ７２８４ ６７４６ ３７３
２５—３４ ９０９２ ６４９ ３７２９ １２１８９ １４０５ ６９８７ ９５８５ ２１９１ ５０４０ １０４８１ ３０５６ ３６８０
３５—４９ ９５３９ １１６ １０６８ １４３３２ ２７４ ４３９３ １７２７４ ４９２ ７５３９ １５０６７ １０９３ ６１３７
合计 ３０６３５ １０１５７ ６７７７ ３６０１８ ９９０２ １２５４２ ３７６２５ １２０１４ １３８３２ ３２８３１ １０８９５ １０１９０

　 　 资料来源： “四普”、 “五普”、 “六普”、 “七普” 微观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实验室。

子的妇女规模呈现扩大趋势， ２０００ 年 １５—４９ 岁一孩妇女规模达到 １ 亿人以上， 并在此规模

上持续保持， ２０２０ 年 １５—４９ 岁一孩妇女规模约为 １. ０２ 亿人。 分年龄考察， 小于平均生育年

龄的 １５—２４ 岁一孩妇女规模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１９９０ 年约有 １９８０ 万 １５—２４ 岁妇女只生育

一个孩子， 到了 ２０２０ 年 １５—２４ 岁妇女中仅 ３７３ 万人只生育一孩； 处于旺盛生育年龄的 ２５—
３４ 岁一孩妇女规模存在峰值， ２０００ 年规模最多达到 ６９８７ 万， ２０２０ 年规模为 ３６８０ 万； 已经

退出旺盛生育年龄的 ３５—４９ 岁一孩妇女规模变化显著， １９９０ 年时规模为 １０６８ 万人， 到

２０２０ 年时规模达到 ６１３７ 万人。 目前一孩妇女规模仍然较大， 并且一孩妇女年龄结构逐步老

化， 这些均可能增加一孩妇女未来 “无子女” 风险， 扩大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此外， １５—４９ 岁无孩育龄妇女是否生育将影响一孩妇女规模， 最终对死亡独生子女母

亲规模产生影响。 从无孩育龄妇女总量变动趋势来看，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 １５—４９ 岁无孩育龄妇

女规模基本稳定， 维持在 １ 亿人以上， ２０２０ 年 １５—４９ 岁无孩育龄妇女规模约为 １. ０９ 亿人。
从不同年龄阶段无孩育龄妇女的构成来看， １５—２４ 岁无孩妇女占无孩育龄妇女的大多数。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的具体变动情况是： １９９０ 年 １５—２４ 岁无孩妇女规模达到 ９３９２ 万人， ２０２０ 年

１５—２４ 岁无孩妇女规模保持在 ６０００ 万人以上； ２５—３４ 岁、 ３５—４９ 岁无孩妇女规模较小， 但

随着时间推移， 规模逐步扩大， １９９０ 年 ２５—３４ 岁、 ３５—４９ 岁无孩妇女分别为 ６４９ 万、 １１６
万， ２０２０ 年分别达到 ３０５６ 万、 １０９３ 万， 占当年无孩育龄妇女规模的比重也分别从 ６. ３９％、
１. １４％提升至 ２８. ０５％、 １０. ０３％。 从 １９９０ 到 ２０２０ 年， 在 １５—４９ 岁无孩妇女总体规模基本保

持一致的情况下， 其内部年龄结构逐步 “老化”， 表明随着年龄增长， 自然生育能力下降，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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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无孩妇女规模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其生育和再生育时间， 若其晚育则面临更大的独

生子女死亡风险， 若其不生育则面临终身无子女风险。
（３） 独生子女死亡水平变化的影响。 独生子女死亡水平是影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大部分相关研究认为独生子女死亡水平与相同队列总人口的死亡水

平并无差异， 因而可用总人口生命表来测算独生子女死亡情况。 独生子女死亡的统计推断涉

及妇女的亲子结构、 生育史和死亡人口的独生属性， 这是一个涉及两代人存活和递进生育的

复杂问题， 即便是直接统计汇总， 也需要完成原始个案数据的不同队列母亲与不同孩次、 年

龄子女的匹配。 目前的人口普查数据中， 利用微观数据仅能得到不同队列母亲生育子女数，
而要实现母子匹配， 只有通过同一家庭户内不同成员间的关系来确定母亲及其子女。 又因为

子女年龄越大与父母不同住的概率也越高， ４５ 岁及以上妇女其子女离家概率与之前年龄相

比出现明显增长， 子女离家概率超过 ４０％①， ５０ 岁及以上妇女其子女离家概率约为 ５６％， ６０
岁及以上妇女其子女离家概率高达 ８６％［６］， 子女与父母不同住的概率较高， 通过家庭户内

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匹配极有可能存在遗漏。 为解决基础数据的限制问题， 进一步简化运

算， 本研究设定独生子女母亲平均年龄与子女平均年龄差固定， 从而在已知母亲年龄结构的

同时， 同步得到其子女的年龄结构。

图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年龄别生育率比较

　 　 数据来源： “四普” 汇总数据， “六普” 汇总数据， “七普” 汇总数据， 来自

国家统计局网站。

目前妇女生育年龄整体

呈现离散趋势， 但仍近似为

正态分布［７］， 以平均生育年

龄代替整体生育年龄具有代

表性。 基于对 “四普”、 “六
普” 及 “七普” 数据的分析

（见图 ２）， １９９０ 年平均生育

年龄为 ２５. ３ 岁， ２０１０ 年平均

生育年龄为 ２７. ７ 岁， ２０２０ 年

平均生育年龄为 ２９. ２ 岁， 进

一步参考分孩次平均生育年

龄， ２０１０ 年二孩生育年龄为

３０. ８ 岁，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提高

约 ２ 岁［８］。 设定妇女与子女
的年龄差为 ３０ 岁， 根据妇女年龄推算子女对应的年龄结构， 得到其子女的年龄结构以及对

应的死亡水平。
理论上， 某一队列妇女对应的子女年龄结构应当满足一定分布， 但考虑到本研究对象为

已经退出育龄期的 ５０ 岁及以上妇女， 其子女年龄相对较大， 子女死亡概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以某一个年龄的死亡概率代替整体子女的死亡概率误差较小， 既能保证测算的合理性， 又能

在简化运算的同时最大程度弥补微观数据缺乏的影响。 以 ２０—３９ 岁女性死亡概率为例，

·４３·

① 这里以有过生育行为但未匹配到子女的妇女占比作为子女离家概率， 若假设低龄子女几乎不存在离家， 以低龄子女匹配情
况作为误差调整， ４５ 岁及以上妇女其子女离家概率约为 １３％， 同理 ５０ 岁及以上妇女其子女离家概率约为 ２３％， ６０ 岁及以
上妇女其子女离家概率约为 ５４％， 离家概率仍然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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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２０ 岁女性死亡概率仅为 ０. ２‰， ３０ 岁时死亡概率提升至 ０. ３‰， ３５ 岁时死亡概率提

升至 ０. ４‰， 直至 ３９ 岁时死亡概率才提升至 ０. ５‰， 变动幅度在 ０. ３ 个千分点之下徘徊， 其

误差相对较小。
总之， 通过对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变化的基本原理和相互作用方向的分析， 可以

进一步明确不同因素对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存量和增量影响的方向及水平， 测量这些变

动的影响， 不仅有利于在现有基础数据条件下， 进一步提高对目前中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

模和变动趋势进行统计推断的精度， 也有利于通过数据之间的内在逻辑， 对不同来源数据的

质量高低及可靠性进行分析和判断。

　 　 三、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及变动趋势判断

按照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年龄结构， 依次分析 ５０—６４ 岁、 ６５—７４ 岁、 ７５ 岁及以上死亡独

生子女母亲规模及其发展趋势。
１． 尚未步入老年状态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快速增长

基于 “七普” 数据测算， 从时期视角考察， ２０２０ 年 １５—６４ 岁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

规模达到 ６３８. ９ 万人， 比 “四普” 的 ８２. ３ 万人、 “六普” 的 １２０. ６ 万人多出 ５００ 万人以上，
占对应年龄妇女的比例也从 “四普” 的 ０. ２３％、 “六普” 的 ０. ２５％变为 “七普” 的 １. ３４％；
若考虑 “终身失独” 的情况， １９９０ 年 ５０—６４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为 １６. ５ 万人， 占对

应年龄妇女总量的比例为 ０. ２９％， ２０１０ 年则达到 ３２. ３ 万人， 占比基本保持不变， ２０２０ 年为

２５４. ５ 万人， 占比达到 １. ７３％， 比 “四普”、 “六普” 多出了 ２００ 万人以上， 占比也提升

１. ４４ 个百分点 （见表 ３）。
表 ３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比较 万人

年龄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５—１９ ４. １８ １. ０２ ０. ３９
２０—２４ ３１. ３５ ９. ８３ ７. ４５
２５—２９ １７. １１ １３. ５３ ３８. ７８
３０—３４ ５. １８ １４. ８０ ８７. ６５
３５—３９ ３. ５９ １７. ０２ ７７. ９６
４０—４４ ２. ３０ １６. ２８ ７４. ５９
４５—４９ ２. １３ １５. ７５ ９７. ５５
５０—５４ ３. １７ １１. ６３ １０５. ８２
５５—５９ ４. ９０ １２. ９０ ８６. １２
６０—６４ ８. ４５ ７. ８２ ６２. ５５
５０—６４ １６. ５２ ３２. ３５ ２５４. ４９
１５—６４ ８２. ３５ １２０. ５８ ６３８. ８６

　 　 资料来源： “四普” 汇总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六普” 微观

数据、 “七普” 微观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实验室。
　 　 注： 因 “五普” 微观数据仅统计 １５—５０ 岁育龄妇女的 “活产子女”
与 “存活子女” 情况， 与前后几次人口普查的年龄范围不一致， 故删除

“五普” 数据。

时期视角下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差异受队列规模差异的影

响。 比较相同队列 “曾生子女无子

女” 妇女规模， １９９０ 年 １５—３４ 岁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为 ５７. ８
万人， ２０１０ 年该队列 （ ３５—５４ 岁）
规模基本保持不变， 为 ６０. ７ 万人，
而 ２０２０ 年该队列 （４５—６４ 岁） 呈现

显著增加的趋势， 增至 ３５２. ０ 万人。
无论是从时期层面还是从队列层

面来看， ２０２０ 年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规模相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９９０ 年均

显著增加， 特别是 ５０—６４ 岁死亡独

生子女母亲规模增长速度更快。
２． 老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增长缓慢

测算 ６５ 岁及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需要利用之前人口普查数据相同队列的 “曾生

子女无子女” 妇女数据以及 “存活一个子女” 妇女数据， 在分析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死亡情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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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相同队列老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变化

万人

队列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９４６ １. ５９ １. ７１ １. ７８
１９４７ １. ４８ １. ６０ １. ６８
１９４８ １. ２７ １. ４３ １. ５４
１９４９ １. ４８ １. ６８ １. ８２
１９５０ ２. ０１ ２. ２４ ２. ４０
１９５１ ２. ２２ ２. ４８ ２. ６７
１９５２ ２. ４３ ２. ７７ ３. ０１
１９５３ ２. ８５ ３. ２０ ３. ４６
１９５４ １. ９０ ２. ３４ ２. ６７
１９５５ ３. ４９ ３. ９２ ４. ２４
合计 ２０. ７２ ２３. ３６ ２５. ２５

　 　 资料来源： “六普” 微观数据、 汇总数据， “七普” 微观数据、 汇总

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实验室。
　 　 注： “２０１０ 年” 列为 “六普” 微观数据汇总，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列均为基于 “六普” 数据的测算结果。

况以及独生子女母亲子女死亡情况的

基础上， 得到 ２０２０ 年 ６５ 岁及以上死

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对于 １９４６—

１９５５ 年队列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
２０１０ 年时 （５５—６４ 岁） 约为 ２０. ７２
万人， 此后规模逐步扩大， 至 ２０２０
年时 （６５—７４ 岁） 增至 ２５. ２５ 万人，
增幅约为 ２１. ９％。 这一增长速度与之

后队列相比大幅下降，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年

队列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在 ２０１０
（５０—５４ 岁） 至 ２０２０ （６０—６４ 岁） 年

期间增长了约 ４ 倍 （见表 １）。
３． ７５ 岁及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基本稳定

测算 ７５ 岁及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同样需要利用之前的人口普查中相同队列的死

亡独生子女母亲数据以及独生子女母亲数据。 因为 “五普” 数据中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

女年龄上限仅统计到 ５０ 岁， 所以需利用 “四普” 数据， 汇总 １９９０ 年 ４５—５７ 岁 “曾生子女

无子女” 妇女规模， 测算至 ２０２０ 年得到 ７５—８７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针对 １９９０ 年

４５—４９ 岁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 因其未退出生育队列， 理论上存在再次生育的可能性，
考虑到 １９９０ 年 ４５ 岁及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 “终身失独” 概率超过 ９０％［４］， 因此这里不

　 　 　 　 表 ５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相同队列高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变化规律 万人

队列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９３３ ０. ９７ １. ０２ ０. ９６ ０. ７３
１９３４ ０. ９０ ０. ９６ ０. ９３ ０. ７４
１９３５ ０. ８３ ０. ８９ ０. ８８ ０. ７４
１９３６ ０. ７３ ０. ８１ ０. ８２ ０. ７３
１９３７ ０. ６９ ０. ７７ ０. ７９ ０. ７２
１９３８ ０. ６３ ０. ７２ ０. ７６ ０. ７１
１９３９ ０. ５５ ０. ６５ ０. ６９ ０. ６７
１９４０ ０. ５７ ０. ６７ ０. ７２ ０. ７１
１９４１ ０. ４７ ０. ５８ ０. ６５ ０. ６６
１９４２ ０. ４５ ０. ５６ ０. ６３ ０. ６６
１９４３ ０. ３９ ０. ５０ ０. ５８ ０. ６１
１９４４ ０. ４０ ０. ５３ ０. ６１ ０. ６５
１９４５ ０. ４２ ０. ５６ ０. ６５ ０. ７０
合计 ８. ００ ９. ２２ ９. ６７ ９. ０５

　 　 资料来源： “四普” 汇总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六普” 微观

数据、 汇总数据， “七普” 微观数据、 汇总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微观数

据实验室。
　 　 注： “１９９０ 年” 列为 “四普” 汇总数据， 其余三列均为基于 “四普”
数据的测算结果。

考虑 ４５—４９ 岁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再生育的可能性， 其结果一定程

度上会高估 ２０２０ 年 ７５ 岁及以上死亡

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７５ 岁及以上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呈现出先增加

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１９３３—１９４５ 年

队列经过 ３０ 年后从约 ８ 万人增至约 ９
万人； 其中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呈现增长

趋势， 从 ８. ００ 万人增至峰值 ９. ６７ 万

人， 随后其规模开始萎缩， ２０２０ 年

降至 ９. ０５ 万人， 主要原因是 ７５ 岁及

以上妇女死亡概率远远大于其独生子

女的死亡概率。
４． 新进入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

妇女规模较大是造成其规模激增的主因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 总结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自产生以来其规模发展过程 （见表 ６）。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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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 １９８２ 年计划生育政策被作为基本国策时退出生育队列的妇女年龄作为死亡独生子女母

亲队列的上限， １９９０ 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指的是 ５０—５７ 岁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 独生

子女生育政策初期， 由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原因而导致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群体产生， 其规

模相对较小， 约为 ５. ９ 万人， 仅占对应队列妇女总量的 ０. １７％。 随着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全

面实施， 不断有新的队列加入该群体中，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逐步扩大。 到 ２０１０ 年时，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指的是 ５０—７７ 岁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 而根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

查数据推算，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达到 ４２. ０ 万人， 占对应队列妇女总量的比例也达到

０. ２６％。 ２０２０ 年，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包含了 ５０—８７ 岁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 规模进一

步增加。 根据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约为 ２８８. ８ 万人，
占对应队列妇女总量的比例进一步增至 １. １９％。 其中，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进入死亡独生子女状

态的妇女规模较大是导致 ２０２０ 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显著增加的主要原因， ２０２０ 年 ５０—
５９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达到 １９１. ９ 万人， 占对应队列妇女规模的比例为 １. ７３％， ６０—６４ 岁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达到 ６２. ６ 万人， 占对应队列妇女规模的比例为 １. ７１％， ６５—７４ 岁死

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约为 ２５. ３ 万人， 占对应队列妇女规模的比例为 ０. ４０％， ７５—８７ 岁死亡

独生子女母亲约为 ９. ０５ 万人， 占对应队列妇女规模的比例为 ０. ２８％。

表 ６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岁， 万人

队列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年龄 总量 年龄 总量 年龄 总量

１９３３—１９４０ ５０—５７ ５. ８７ ７０—７７ ６. ５５ ８０—８７ ５. ７７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６５—６９ ３. １２ ７５—７９ ３. ２８
１９４６—１９６０ ５０—６４ ３２. ３５ ６０—７４ ８７. ８０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５０—５９ １９１. ９４
合计 ５. ８７ ４２. ０２ ２８８. ７９

　 　 资料来源： “四普” 汇总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六普” 微观数据、 汇总数据， “七普” 微观数据、 汇总数据， 来自

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实验室。

综合分析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基本情况， ２０２０ 年共有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 ６７３. ２
万人。 其中 １５—４９ 岁妇女 ３８４. ４ 万人， 这部分群体仍存在再生育的可能性， 因此未被列入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群体， ５０ 岁及以上 “曾生子女无子女” 妇女， 即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达到 ２８８. ８ 万人。 其中 ５０—５９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有 １９１. ９ 万人， 为 “七普” 数据汇总推

算结果， 也是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新进入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妇女规模， 是造成 “七普” 数据远

高于 “六普” 数据的主要原因； ６０—６４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有 ６２. ６ 万人， 同样为 “七普”
数据汇总结果； ６５—７４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有 ２５. ３ 万人， 为利用 “六普” 数据中 ５５—６４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测算得到； ７５—８７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有 ９. ０ 万人， 为利用 “四
普” 数据中 ４５—５７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测算得到。

　 　 四、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再认识

构建 ２０２０ 年完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队列时可以发现， 测算数据与 “七普” 汇总数据之

间存在一定差异， “七普” 数据汇总结果显著高于测算结果。 其中， 以 ２０２０ 年 ６０—６４ 岁死

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观察两者差异， 一种途径是利用 “七普” 数据汇总得到， 另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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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 “六普” 数据测算得到。 利用 “七普” 数据汇总得到的 ６０—６４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

规模为 ６２. ６ 万人， 而基于 “六普” 数据中 ５０—５４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测算得到的

２０２０ 年 ６０—６４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为 １５. １ 万人， 汇总数据约是测算数据的 ４ 倍之多，
需要进一步探讨两次普查数据产生巨大差别的原因及合理性。 由于两次普查的数据质量不同

和不同妇女其子女存活状况的变化， 其原因既可能来自对 “六普” 数据的低估， 也可能来

自对 “七普” 数据的高估， 因此， 需要对可能造成 “六普” 测算数据与 “七普” 汇总数据

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进行进一步分析 （见图 ３）。

图 ３　 “七普” 数据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真实性探讨

然而， 要验证 “六普” 数据是否低估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这一结论却存在很多困难。
其一， 有关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相关统计数据十分匮乏， “七普” 数据之前有关死亡独生子女

母亲的研究几乎全都是基于 “六普” 数据， 缺乏其他来源数据进行验证。 其二， 从 “一致

性” 来看， “六普” 数据与 “五普”、 “四普” 数据增长趋势的一致性很高， 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５０ 岁及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从约 ６ 万人增至 ４２ 万人左右， ２０ 年间增长 ３６
万人， 而到 ２０２０ 年，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增至约 ２８９ 万人， 激增 ２４７ 万人， 若调整 “六
普” 数据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为保持一致性， 意味着与之相关的 “五普”、 “四普”
数据也需进一步调整。

要验证 “七普” 数据是否高估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可以采用以 “六普” 数据为基

础、 “七普” 数据为目标的方法进行一致性分析。 具体方法是根据 “六普” 数据设定不同死

亡水平推算并得到与 “七普” 比较吻合的测算结果。 对于已经退出生育年龄的妇女来说，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存量的变化取决于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的存活总量和独生子女的死亡状况。
由于退出生育年龄的妇女中相同队列 ２０２０ 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显著高于 ２０１０ 年死亡独

生子女母亲规模， 这表明要实现从 “六普” 到 “七普” 的结果， 需降低死亡独生子女母亲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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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水平， 减少因死亡而离开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妇女规模， 或者提高子女的死亡水平，
增加因独生子女死亡而进入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妇女规模。 基于此， 共设计三个死亡水平调

整方案， 方案一为将 ２０—３４ 岁的死亡率提升至 “四普” 数据的水平， 同时保持其余年龄的

死亡率为 “七普” 数据水平， 即提高子女死亡水平的同时降低妇女死亡水平； 方案二为降

低 ２０—６４ 岁死亡率至 “七普” 数据中 ２０ 岁的水平， 其余年龄死亡率为 “七普” 数据的水

平， 即同时降低妇女及子女的死亡水平； 方案三为提高 ２０—５０ 岁死亡率至 “四普” 数据中

５０ 岁的水平， 其余年龄死亡率为 “四普” 数据水平， 即同时提高子女与妇女的死亡水平

（见表 ７）。

表 ７　 不同死亡水平下相同队列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测算结果 万人

队列 七普 测算结果 调整方案一 调整方案二 调整方案三

１９５６ １３. ４７ ４. ３９ ６. ８０ ４. ２３ １４. ５４
１９５７ １５. ４１ ３. ６７ ６. ４２ ３. ４７ １５. ５２
１９５８ １４. ６９ ２. ５８ ５. ２１ ２. ３８ １４. ０１
１９５９ ９. ４９ ２. ０２ ３. ９６ １. ９１ １０. ５４
１９６０ ９. ４９ ２. ４４ ４. ８７ ２. ３４ １３. １９
合计 ６２. ５５ １５. １０ ２７. ２５ １４. ３３ ６７. ８０

　 　 资料来源： “六普” 微观数据、 汇总数据， “七普” 微观数据、 汇总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实验室。
　 　 注： “测算结果” 为不调整死亡模式时利用 “六普” 数据测算至 “七普” 时的队列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方案一、 二、
三分别为调低 ５０—６４ 岁死亡水平的同时调高 ２０—３４ 岁死亡水平、 整体降低 ２０—６４ 岁死亡水平、 整体提高 ２０—５０ 岁死亡水平

的测算结果。

１． 提高死亡水平才能实现从 “六普” 到 “七普” 的测算结果

调整死亡水平后， 如表 ７ 测算结果所示， 三个方案中， 提高 ２０—５０ 岁死亡率至 １９９０ 年

５０ 岁的水平 （方案三）， 其结果与 “七普” 数据汇总结果较为接近。 这表明， 要实现从

“六普” 到 “七普” 的结果， 需要在当前死亡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所有年龄的死亡水平， 与

１９９０ 年保持一致， 而 ２０—５０ 岁死亡水平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尽管调整死亡水平能

够实现 “七普” 的结果， 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这种死亡水平的调整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首先， 不同年龄死亡水平存在差异， 通常而言， ２０—３０ 岁是死亡率最低的年龄阶段， 过了

３０ 岁后死亡水平开始缓慢上升， ６０ 岁之后明显上升， 将 ２０ 岁与 ５０ 岁保持在相同死亡水平

上不符合现实情况， 以 ２０２０ 年数据为例， ２０ 岁死亡概率仅为 ０. ２‰， 而 ５０ 岁死亡概率提升

至 １. ５‰， 相差 １. ３ 个千分点， 死亡水平存在差异； 其次， 目前整体死亡状况已经处于较低

水平， 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统计局出台的相关 “规划”①、 “纲要”② 指出， ２０２０ 年平均预期

寿命达到 ７７. ９ 岁， 其中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 ８０. ９ 岁， 而基于 “七普” 数据死亡水平计算得

到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８１. ５ 岁， 其中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８４. ３ 岁， “七普” 数据的确可能

低估了真实死亡水平， 死亡水平存在上升空间， 但即便如此， ２０２０ 年死亡水平也不可能升

高至 １９９０ 年水平， 基于 “七普” 数据测算， ２０２０ 年 ５０ 岁死亡概率为 １. ５‰， 而 １９９０ 年 ５０
岁死亡概率达到 ４. ５‰， 差距高达 ３ 个千分点。

进一步分析， “七普” 数据低估死亡水平， 因此在调高死亡水平的同时， 理论上需同步

·９３·

①
②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 “十四五” 国民健康规划》。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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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死亡人口规模， 而若增加的死亡人口规模在死亡独生子女群体中体现更多， 意味着死亡

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并未达到 “七普” 数据的汇总结果， “七普” 数据高估死亡独生子女母亲

规模。 换言之， 在实现从 “六普” 数据到 “七普” 数据的测算过程中， 提高死亡水平的同

时， 同步降低 “七普” 数据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这样就有可能找到一个状态， 保证

在死亡状况提升至合理水平的条件下， 能够实现从 “六普” 到 “七普” 的测算结果， 但当

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需降低至什么水平才能实现这一结果仍待进一步确定。
２． 未来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存在快速增长的风险

尽管 “七普” 数据可能高估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未

来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存在快速增长的风险。 与 “六普” 推算结果相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进入死亡独生子女状态的妇女规模高达 １９１. ９ 万人， 占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 ６６. ４％。 这

些新进入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妇女， 其生育时间相对集中在 ２０００ 年左右， 此时计划生育政

策对于生育的影响仍然存在， 处于政策性低生育与内生性低生育的过渡时期。 但伴随内生性

低生育逐渐成为主导， 生育意愿持续下降， 生育年龄进一步推迟， 生育水平降低和生育数量

减少， 只生育一个孩子的高龄妇女比例逐步增加， 而当其失去独生子女后， 再生育的可能性

也随之降低， “终身失独” 风险增加。 换言之， 当前释放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仍属于政

策性低生育带来的结果， 而随着内生性低生育影响的增强， 由此带来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

模可能会更为迅速地增长。
从不同普查数据的对比分析来看， ４０—４９ 岁存活一个子女的妇女， 其生育率已经处于

较低水平， 再生育的可能性很低， 若子女死亡， 大概率会在下一次人口普查时进入死亡独生

子女母亲队列。 比较不同普查数据中队列规模差异可以看到， ２０００ 年 ４０—４９ 岁存活一个子

女的妇女规模约为 ２２７９. ９ 万人， 其中约有 １. １％ （２４. ５ 万人）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进入死亡独

生子女母亲队列； ２０１０ 年 ４０—４９ 岁存活一个子女的妇女规模为 ４６８３. ２ 万人， 粗略估算， 到

２０２０ 年这其中约有 ４. １％ （１９１. ９ 万人） 失去子女， 成为两次普查之间进入死亡独生子女群

体的妇女。 不论是潜在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整体规模， 还是其独生子女死亡概率， 均有明显

提高。 并且， 独生子女母亲在退出生育队列后始终面临独生子女死亡风险。 进一步比较

“六普” 与 “七普” 数据中 ５０—６４ 岁存活一个子女的妇女规模， ２０１０ 年为 ２８５２. ０ 万人， 到

２０２０ 年则变为 ５８７９. ４ 万人， 高龄育龄妇女以及已经退出生育队列妇女中， 存活一个孩子的

妇女规模越大， 其独生子女死亡风险越高， 从而增加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当然， 若要更

为细致地探究 “七普” 数据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显著增长的原因， 以及其未来的发展

趋势， 则需要更为细致地比较相同队列 （比如 ２０２０ 年 ５０—６４ 岁， 其在 ２０１０ 年时为 ４０—５４
岁） 妇女规模、 各种子女生育状态的妇女规模、 各种子女存活状态的妇女规模等数据， 在

充分检验 “七普” 数据质量的前提下， 从一孩妇女规模增加和独生子女死亡率增长两个维

度分解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快速增长的原因。
总结以上结论， 分析 “七普” 数据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首先， 基于测算结果，

实现从 “六普” 数据到 “七普” 数据验证的难度较大， “七普” 数据高估死亡独生子女母

亲规模。 其次， 不管 ６０ 岁及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测算结果是否准确， 她们并不是

２０２０ 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中的主要群体， ５０—５９ 岁新进入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妇女规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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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２０２０ 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激增的主要原因。 最后随着整体生育水平的降低， 只生

育一个子女的妇女规模显著增加， 其独生子女死亡风险较高， 即便 “七普” 数据高估死亡

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其真实规模与 “六普” 数据相比也极有可能存在明显的增长趋势， 并

且随着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妇女规模进一步扩大， 未来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加速增长的趋势

不仅可能难以缓解， 而且可能愈演愈烈。

　 　 五、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 通过队列递推的方式， 估算 ２０２０ 年 ５０ 岁及以上死亡独

生子女母亲规模， 构建其完整的发展历程。 结果显示， 基于 “七普” 数据汇总以及之前人

口普查数据测算， ２０２０ 年 ５０ 岁及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约为 ２８８. ８ 万人， 高于此前大

部分学者对于 ２０２０ 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上限约为 ８０ 万人的判断。 其中 ５０—５９ 岁新进

入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妇女规模达到 １９１. ９ 万人， 是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快速增长的主要

原因。 ６０—７９ 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约为 ９１. １ 万人， ８０ 岁及以上高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

规模约为 ５. ８ 万人。
基于测算结果， 以 “六普” 数据为基础， 得到 “七普” 数据结果， 需要对死亡水平作

出不太合理的调整， 一定程度上表明 “七普” 数据可能高估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 然而，
即便 “七普” 数据对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的判断不够准确， 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增长模式

发生根本性变化已经成为难以扭转的趋势， 未来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的增长速度可能会进一步

加快。 伴随生育水平的下降， 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妇女规模逐步提升， 势必会增加妇女整体的

独生子女死亡风险， “七普” 数据正式开启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 未来死

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可能会以较快的增长速度逐年扩大。 为减缓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增长

趋势， 缓解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困境， 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提高生育水平。 独生子女妇女规模的扩大势必增加独生子女死亡风险， 而降低独

生子女死亡风险最有效的措施只能是增加生育子女数量。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造就了规模庞

大的独生子女母亲群体， 伴随其陆续退出生育年龄至其死亡前这些人始终面临独生子女死亡

风险。 历史难以改变， 但提高生育水平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无子女的困境， 降低独

生子女死亡风险。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 陆续出台的生育放松政策均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生育水

平未能有效提升。 未来政策改革方向应当继续瞄准生育成本。 而生育成本包含了经济成本、
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 经济成本包括在生育前的各项检查费用， 生育过程中的住院费用， 生

育之后的养育、 教育费用等， 应合理规范相关服务价格， 在财政允许范围内给予最大程度的

补助； 时间成本主要包括生育、 养育、 教育所需时间， 应加强托儿服务机构建设， 规范婴幼

儿照护服务市场， 增加现有服务的利用度， 最大程度发挥其作用； 针对机会成本， 社会、 政

府层面应积极组织相关培训， 帮助妇女生育后能够顺利返回工作岗位， 而不是将妇女生育后

返岗的压力转嫁至企业。 全面消除女性生育前、 生育中、 生育后的各种后顾之忧， 如此才可

能解决内生性低生育问题。
第二， 建立健全死亡独生子女群体扶助制度。 ２００７ 年国家启动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扶助制度， 为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的家庭提供有效的支持。 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
·１４·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但考虑到未来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及其发展趋势， 未来制度改革应当继续考虑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 扩大制度覆盖范围。 目前享受独生子女死亡扶助政策的关键是领取过独生子女

证， 事实上存在部分只生育过一个子女的妇女未及时领取独生子女证， 而这其中若存在独生

子女死亡情况， 便极有可能被排除在政策扶助之列； 并且目前扶助政策覆盖对象为严格符合

独生子女死亡定义的群体， 然而未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目前无子女的妇女， 其面临的困境与

死亡独生子女群体一致， 设计一定机制在财政可承担范围内逐步扩大扶助政策覆盖对象， 可

以缓解这部分人群因无子女而面临困境群体的生存压力。 其次， 丰富扶助政策内容。 现阶段

扶助政策大多侧重于经济层面， 对于死亡独生子女群体的心理疏导关注不足， 服务能力较

弱； 并且随着死亡独生子女群体年龄增长， 他们对养老相关扶助的需求随之增加， 除了资金

支持外， 需要建立健全相关保险机制， 以增加死亡独生子女群体应对养老风险的能力。
第三， 构建多部门联动统筹机制。 未来死亡独生子女群体规模可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

势， 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的需求量将会显著增加， 仅依靠单一部门难以联合更为广

泛的资源以应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的压力。 目前， 民政、 社会保障、 卫生健康等相关帮

扶部门联动不足， 各种帮扶措施呈现碎片化， 没有形成合力， 现有很多帮扶政策是由于近些

年独生子女死亡问题凸显后， 在其他帮扶政策基础上进行的增补， 缺乏专属服务和个性化解

决方案， 其结果必然是既浪费了资源， 又难以完全应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问题。 在此基

础上， 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 明确各部门职责， 合理划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内容，
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死亡独生子女困境， 并逐步形成长效机制， 前瞻性地应对未来死亡独

生子女群体规模可能快速增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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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ａｇｅｄ ５０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ｉｎ ２０２０ ｂ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ｆ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ｂｏｕｔ ２. ８８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ｇｅｄ ５０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ｌｏ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ａｌ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ｏｒｎ，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１. ９１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ａｇｅｄ ５０－５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６６. 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 ｌｏ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ｄａｔａ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ｄａｔａ ｍａｙ 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ｌａｙ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ｌｏｓ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 ｌｏｓ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ｏｓ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ａｌ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ｏｒｎ；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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